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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与相对贫困治理专题】

疾病冲击、代际互动与健康贫困
———基于西部三省九县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翟绍果，丁一卓

(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农村老年人面临健康、经济和社会等多重脆弱性，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返贫问

题。本文基于西部三省九县 1 070 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探究疾病冲击下家庭内部代际经

济互动模式与因病致贫返贫的关系。研究发现，目前农村家庭内部代际经济互动可以分

为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双向代际互养、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模式，三种模式对缓解因病

致贫返贫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模式对缓解因病致贫返贫具有负向

影响，双向代际互养模式和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模式对缓解因病致贫返贫具有正向影响。

因此，通过经济资源在家庭内部的整合配置，提高老年人抵御疾病风险的经济能力; 通过

健康机会在社会网络中的多重叠加，减轻老年人与子女的经济负担，提升贫困家庭的经济

能力; 通过针对性的健康扶贫政策工具，促进健康扶贫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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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所面临的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因病致贫问题逐渐成为贫困研究的重要议

题。高医疗成本与低支付能力导致健康参与机会丧失，由此引发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参与经济活动能力

被剥夺，导致个人及家庭的收入贫困。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一半人口仍然缺乏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大约 8

亿人的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总预算的 10%以上，当前全球有 1 亿人因病致贫［1］。面对老龄化与反贫困

的挑战，世界各国虽然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且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政策重点也不同，但各国都在积

极实施健康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中国有 95. 78%的贫困家庭面临着家庭成员疾病负担重、家庭主要成

员没有劳动能力等困难［2］。目前的政策工具主要聚焦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进行输血式的扶贫，较少关

注贫困家庭成员内部的反贫可行能力。西部农村老年人由于生存环境、医疗资源和经济能力等因素更

易陷入因病致贫的困境，相关政策应更加关注农村贫困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动，着眼于造血式脱

贫反贫。基于此，本文聚焦于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代际互动与因病致贫返贫的关系，通过研究不同

代际经济互动模式对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返贫的影响效应，提出缓解因病致贫返贫的有效路径。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 因病致贫、健康贫困与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贫困演变经历了从绝对贫困走向相对贫困、从整体贫困走向区域贫困的过程，西部农村老

年人由于自然环境、医疗资源和经济能力等因素更易陷入健康贫困。“家庭主要成员没有劳动能力”和
“过重的家庭成员疾病负担”是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缺医少药、就医费用高、大病医疗费用报

销比例不高等困扰着农村的贫困群体［3］。在所有致贫因素中，因病致贫排在第一位，对贫困的影响远
大于其他致贫因素［4］。农村居民受到疾病冲击发生的灾难性医疗支出超出了家庭人均的经济负担能
力，陷入因病致贫状态［5］。疾病冲击导致健康机会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能力不足，健康贫困风险增加。

健康贫困主要来自老年人主观因素、家庭代际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6］。主观因素方面，

农村老年人健康意识浅薄，健康状况较差，导致“贫病贫”的恶性循环［7］。由于年轻时期过度劳动、消极

的疾病应对方式以及健康观念的滞后，大多数农村老人在晚年生活中深受疾病困扰。许多老年人患有

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加之经济收入较少，难以维持持续高额的医疗费用，极易面临“因贫致病、因病返

贫、贫病交加”的困境［8］。家庭代际因素方面，在中国孝道体制下，亲子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情感关系，依
托于中国孝道体制下的亲子关系依代际的亲密程度而定［9］。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代际之间的文化差
异导致家庭内部子代的代际支持基于理性的交换行为［10］。推行健康扶贫政策既要从提供医疗卫生服

务的外围政策入手，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因病致贫返贫家庭的主体性功能和抵御疾病风险的内生动

力［11］。社会网络因素方面，农村居民在罹患疾病之后除了依靠个体能力化解健康风险，还需要社会群

体间的风险分担机制，但由于健康扶贫政策分散、报销程序繁琐复杂等因素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因病致

贫返贫的发生［12］。自然环境因素方面，生存环境恶劣、地理空间处于劣势、经济发展落后以及医疗资源

配置不到位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西部农村居民在抵御贫困风险时具有天然的脆弱性。

( 二) 健康扶贫、代际关系与经济互动

我国目前贫困人口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大幅度减少，但存在着代际贫困的多维贫困问题［13］。健康扶

贫政策主要聚焦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方面，整合现有的医疗保障政策、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进行综

合施策［14］，较少关注老年人主观因素和家庭代际支持因素。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日常

服务的互惠及亲情、情感的沟通和慰藉［15］。当老年人遭受疾病冲击时，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主要来自

子代，当在子代给予的经济支持不足以应对灾难性医疗支出时，父代就会因此陷入贫困; 更甚者，子代和

父代会同时陷入贫困状态。代际贫困会使社会阶层固化，产生社会排斥的传承，更使贫困人群失去参与

社会的能力和热情［16］。家庭代际经济互动涉及子代与父代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分配问题以及孝道文化

在代际之间的体现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子代的养老观念逐渐从单向赡养向理性的双向交换转变。由

于缺乏健全的社区医疗服务网络和各种老年性服务机构，陷入健康贫困的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主要

来自子女。代际支持成为最重要的缓解贫困的因素，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17］。代际支持研

究主要集中在代际支持行为产生的动机和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特征、家庭结构以及社会变

迁三个方面［18］。但一部分学者将代际支持狭义理解为自下而上的子代支持，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和双方

的互动往往被忽略; 一部分学者从代际支持的角度进行健康效应研究，较少有学者从代际支持角度出发

进行与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从研究范围来看，数据来源大多采集于某个省份，具有样本的特殊性，得到

的结论可能会受到当地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具有推广性［19］。

( 三) 家庭支持、代际互动与健康贫困

子女承担赡养老年人的主要责任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根基，但家庭内部代际之间事实上存在

着广泛而持续的代际互动行为［20］。部分学者基于家庭结构转变对子女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贫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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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研究: 一是随着农村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的趋势日益严峻，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

这种观点的依据在于子女数量越多，意味着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家庭赡养支持［21］; 也有观点认为多

子女的农村老年人并不一定能获得更多的支持［22］，相反子女质量是改善农村地区老年贫困发生率的重

要因素，但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方面，子女质量与数量的作用孰大孰小尚不明朗［23］。二是农村老
年人通过不同的居住方式能够获取的子女代际支持量不同。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相比，独居农村老

人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24］。较少有文献关注于家庭内部代际支持行为本身，即代际支持的方向和类型
与因病致贫返贫之间的关系。城市化一方面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健康机会增加，健康能力增强，可有
效预防贫困; 另一方面导致家庭内部利益结构和权利结构发生改变［25］，不再是单向的子女经济赡养，而

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的代际之间理性行为及互动［26］。现有文献主要从疾病种类、保健意识、自
负医疗费用、子女经济支持等方面探究因病致贫返贫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子女与老年人之间双向支持

与逆向的代际经济支持; 现有文献主要探究单项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养老意愿与健康

状况的影响效应，较少关注代际经济互动与因病致贫返贫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现实考量，本文聚焦

于农村家庭内部成年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经济互动模式，探究不同模式下缓解因病致贫效应的差

异，提出相应研究假设。

( 四) 研究假设

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依旧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下父代与子代的互惠行
为，孝文化是家庭养老的道德基础，也是家庭内部代际互动的情感基础［27］。在中国家庭中，抚育与赡养
是代际互动最为核心的表现形式。父代在年轻时抚育子代，在老年阶段接受成年后子代的赡养，这种模
式被称为“反馈模式”［28］。抚育幼儿与赡养老人是农村家庭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必须解决的问题，通
过子代与父代之间的代际互动，进行物质交换、情感交流与经济扶持。当父代步入老年，由于疾病冲击，

导致劳动能力衰退或丧失，使其需要支付大额医疗费用，因此陷入贫困困境。此时子代已经具备经济能

力，通过家庭内部的经济流通，分担父代的经济压力。子代在职业收入、健康状况以及伦理道德等约束

条件限制下，分担父代经济压力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极端条件下还会出现父代反哺成年子代的情况。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 在面对疾病冲击时，代际互动模式对老年人抵御因病致贫返贫的经济能力具有显著的

影响。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孝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家庭保障功能逐步弱化，社会经济中生产关系

的变革引起了家庭代际互动模式的变动。随着农村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家庭经济资源的分配边界不

再绝对，子代与父代之间的代际互动模式不再是生命周期里单一的互动模式，而是贯穿双方全生命周期

的复杂互动过程。父代对子代存在一种不对称的付出即“啃老”，这种“啃老”的代际互动模式广泛存在

于农村家庭。当子代步入成年，结婚生子都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父代会尽可能地为子代提供经济支

持。而此时父代已经步入老年，由于疾病冲击，医疗费用支出大幅增加，造成家庭成员都面临着较大的

经济压力。当子女的经济状况较好时，在孝道和父代经济需求的激励下，会强化子代对父代的赡养; 当

父代自身经济状况良好，在面临疾病冲击时，父代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付医疗费用，同时还可以帮助

子女缓解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家庭抵御疾病风险与其他风险的能力大大提升，通过家庭成员

之间经济互助，同时削弱子代与父代面临的经济压力，进而避免贫困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a、

假设 1b与假设 1c。

假设 1a: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模式对缓解老年人因病致贫具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

假设 1b: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双向代际互养模式对缓解老年人因病致贫具有显著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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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假设 1c: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模式对缓解老年人因病致贫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由于自然灾害、疾病、失业等冲击都会导致家庭财富损失和生活水平下降，农村地区居民由于其生

产和生活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遭受各种冲击的可能性也更大。一般而言，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更容易

陷入贫困，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居民相比经济发展良好地区居民更易陷入贫困。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地

区，具备完善的医疗基础设施、良好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社会制度，从多维度保障居民自身抵御疾病

风险的能力，防止由于农村家庭支付灾难性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缺乏

完备的基础设施，导致农村家庭极易受到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从而使家庭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个体

也会面临更大的疾病冲击。同时，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和收入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导致部分农村家庭无

法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抵御疾病冲击和健康风险的能力被大大削弱。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

子女和老年人整体的经济能力，在面对疾病冲击时，子女和老年人的经济能力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因

素。基于此，提出假设 2、假设 2a和假设 2b。

假设 2: 地区经济状况对缓解老年人因病致贫返贫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 2a: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好，对缓解老年人因病致贫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假设 2b: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对缓解老年人因病致贫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健康扶贫视角下西部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返贫的协同

治理研究》2018 年开展的中国西部农村老年人健康、保障、参与状况调查数据。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向东部大中城市集聚的虹吸效应显著，医疗资源和经济资源向东部集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因病致贫风险

骤增，因此选取中国西部地区 12 省份作为本调研的抽样总体，调查人群以西部农村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群为调查对象，样本容量具体调查地点包括贵州省的修文县、习水县、沿河县，甘肃省的肃南县、会宁

县、榆中县，陕西省的神木县、眉县和岚皋县。

为保证调研数据的准确性与问卷设计的信效度，确定样本容量时考察一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总体的

变异程度、抽样方法的不同、调研成本、允许误差的大小、概率保证度的大小。本研究将抽样误差计算出

来并明确置信水平，样本容量与成本之间的的平衡。根据公式:

n = z2［p( 1 － p) ］
e2

( 1)

其中，n为设定的样本容量; z 为某一置信水平下的 z 统计量，一般选择 90% 的置信水平，相应的 z 为
1. 645，或者 95% 的 z为 1. 96，99% 的 z为 2. 86; p为目标总体的比例期望值，选取为 50%—80% ; e为以

百分比表示的允许的抽样误差，选取为 3%—5%。

据此，计算得到总样本量 n约为 385，因采取分层抽样，设定效应因子( Design Effect: 抽样方差除以

单纯随机抽样方式下方差的商) 为 2. 0。则 n = 770 为考虑到调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拒答、误填等不可

避免的问题，最终设计样本容量为 900。或将置信水平设为 95%，对于 P 值选取为 0. 5，误差范围为
0. 4%，算得样本容量约为 600，效应因子 2. 0，n = 600 × 2 = 1 200。

在实际调研中，共发放问卷 1 100 份，有效回收 1 07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3%。调查问卷内容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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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老年人的基本信息、生活方式、健康医疗状况、健康参与状况、健康保障状况、因病致贫状况以及健康

扶贫总体状况等方面的具体信息。

( 二) 变量选取与说明

1．构建代际互动模式的外显变量 本研究首先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模型，分析子女与老年人间的代

际互动关系类型; 其次以拟合出的代际经济互动模型为自变量，通过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探究几种

模式下老年人因病致贫的影响效应。

本文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并结合研究内容，选取 8 个二分变量来测量子女与老年人之间互动的三个

维度: 经济维度、生活照料维度和精神维度，包括是否与子女同住、门诊自负费用是否由子女承担、住院

自负费用是否由子女承担、子女给予的非医疗经济支持、与子女联系的频率、与子女见面的频率、是否免

费为子女进行经营活动帮工和是否免费为子女带孩子。选取这些指标是为了合理衡量子女与老年人之

间主要的互动模式。门诊自负费用是否由子女承担、住院自负费用是否由子女承担和子女给予的非医

疗经济支持三个指标，可以有效衡量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经济的流动方向; 是否与子女同住、是否免费为

子女进行经营活动帮工和是否免费为子女带孩子三个指标，可以有效衡量子女与老年人在生活方面进

行互助的情况; 与子女联系的频率和与子女见面的频率两个指标，可以有效衡量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精

神互动频率。

为了减少交互分类表中个案的分散性，以上所有变量均处理为哑变量。子女给予的非医疗经济支

持为数值变量，因此，将“1 000 元及以上”编码为“0”，“0—1 000 元”编码为 1; 联系和见面的频率分为
1—5 个层级( 1 =每周至少一次，2 =每月至少一次，3 =每三个月至少一次，4 =半年至少一次，5 =每年

最多一次) ，将“每周一次以下”编码为“0”，“每周至少一次”编码为“1”。通过以上外显变量之间关联

性来估计可能的代际互动类型，进而维持其局部独立性，测量及相关指标描述见表 1。

2．构建“代际互动模式因病致贫”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通过上述的潜在类别分析，可以得出

代际互动的典型模式。在此基础上，将三类代际互动模式作为解释变量，因病致贫作为被解释变量，本

文对因病致贫的识别基于收入与医疗支出的差额实现( 计算公式如下) 。因病致贫作为二分虚拟变量，

选取 2018 年度陕西省、甘肃省及贵州省的农村扶贫标准，取三省扶贫标准之和的均值作为本次研究的

贫困线标准。将收入差额与贫困线标准进行比较，当收入差额 ＜贫困线标准时，即视为农村老年人发生

因病致贫，记为“0”，否则记为“1”。

收入差额 = ( 家庭年收入 －医疗支出)
家庭人口数

( 2)

通过 SPSS 19. 0 对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目的在于解释代际互动模式是否会导致贫困，

并比较几类模式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因为因变量是二分类的变量，自变量也是二分类的变量，因此建立

二元 Logistic模型。先将拟合出的模式一( m1) 与模式二( m2) 纳入模型，然后将模式三( m3) 纳入模型，

建立回归模型:

M1 = ln( p / ( 1 － p) ) = α + β1m1 + β2m2 ( 3)

M2 = ln( p / ( 1 － p) ) = α + β1m1 + β2m2 + β3mn ( 4)

其中，m1、m2、m3 是代际互动模式可能的类别，为自变量; M1 与 M2 是是否因病致贫的二分类因变

量; α为常数项; β为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

(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LCA) 来考察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互动

模式。潜在类别分析是利用潜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指标间的关联，使外显指标间的关联通过潜在类别

变量来估计，进而维持其局部独立性的统计方法。本研究针对 1 070 个有效样本，采用统计软件 M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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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对 8 个外显变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根据外显变量之间的潜在变量关系，拟合出最优的潜在类别，

并对其进行归纳定义，总结出代际互动的典型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 spss 19. 0 分析因病致贫的影响
效应。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

名称
变量赋值 频率

百分

比

变量

名称
变量赋值 频率

百分

比

变量

名称
变量赋值 频率

百分

比

子女给予

的非医疗

经济支持

缺失

1 000 元及

以上

0—1 000 元

70

435

567

6. 5

40. 6

52． 9

是否免费

为子女带

孩子

否

是

689

383

64. 3

35. 7
性别

男

女

622

450

58

42

门诊自负

费用是否

由子女承

担

由自己承担

由子女承担

872

200

81. 3

18. 7

是否与子

女同住

缺失

否

是

212

313

546

19. 8

29. 3

50. 9

年龄

60—69 岁

70—79 岁

80 岁及以上

516

403

153

48. 1

37. 6

14. 3

住院自负

费用是否

由子女承

担

由自己承担

由子女承担

909

163

84. 8

15. 2

与子女联

系的频率

每周 1 次

以下

每周至少

一次

370

732

31. 7

68. 3

健康

状况

极差

差

44

228

4. 1

21. 3

是否免费

为子女进

行经营活

动帮工

否

是

986

86

92

8

与子女见

面的频率

每周 1 次

以下

每周至少

一次

460

612

42. 9

57. 1

健康

状况

一般

较好

很好

471

284

45

43. 9

26. 5

4. 2

婚姻状况
无配偶

有配偶

303

769

28. 3

71. 7

劳动

能力

无

有

357

715

33. 3

66. 7
地区

经济状况

较好

经济状况

一般

经济状况

较差

239

415

418

22. 3

38. 7

39

三、代际互动与老年人因病致贫返贫的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分析

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为 6 513 元，年均医疗支出为 16 000 元，而在 1 070 个
样本中，由于疾病而导致贫困的老年人占比 49. 5%，不是由于疾病导致贫困的老年人占比 50. 5%，二者
基本持平。
( 二) 潜在类别分析

1．子女与老年人代际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结果 本文选取是否与子女同住、门诊自负费用是否由
子女承担、住院自负费用是否由子女承担、子女给予的非医疗经济支持、与子女联系的频率、与子女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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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是否免费为子女进行经营活动帮工和是否免费为子女带孩子 8 个外显变量进行模型拟合，并分

别抽取了 1—6 个潜在类别模型，拟合指数汇总见表 2。

表 2 潜在类别模型指标适配表

Model K LL AIC BIC aBIC df e ( LMＲ) ( BLＲT)

1-cluster 8 － 4 623. 160 9 262. 320 9 302. 138 9 276. 729 247

2-cluster 17 － 4 404. 598 8 843. 197 8 927. 810 8 873. 815 238 0. 751 0. 000 0 0. 000 0

3-cluster 26 － 4 351. 260 8 754. 521 8 883. 930 8 801. 349 229 0. 720 0. 030 4 0. 000 0

4-cluster 35 － 4 332. 103 8 734. 205 8 908. 410 8 797. 243 220 0. 664 0. 049 0 0. 000 0

5-cluster 44 － 4 316. 303 8 720. 606 8 939. 606 8 799. 854 211 0. 688 0. 723 7 0. 000 0

6-cluster 53 － 4 304. 134 8 714. 269 8 978. 065 8 809. 727 317 0. 793 0. 0176 0. 085 7

注 1: K为自由估计的参数数目; 注 2: * p ＜ 0. 1，＊＊p ＜ 0. 05，＊＊＊p ＜ 0. 01

LL( Log Likelihood)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 、aBIC 这四

个指标的值越小，表示拟合程度越好; 由上表可知，从类别 1—类别 3，BIC 都在逐步递减，当增加到类别
4 时，BIC的值开始增大; 当样本量在千人以上时，以 BIC 为最佳决策指标，因此初步选定代际互动模式

为 3 类; 此外，当保留 4 个类别时的 LMＲ不再显著。综合以上各适配值的信息，选取 3 个潜在类别的分

类( m1，m2，m3) ，其归属概率的矩阵见表 3。

表 3 各潜在类别被试( 行) 的平均归属概率( 列)

m1 /% m2 /% m3 /%

m1 87. 6 8. 7 3. 7

m2 2. 9 91. 0 6. 1

m3 5. 9 17. 8 76. 2

2．子女与老年人代际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定义 从表 3 可知，每个类别中的代际互动模式( 行) 归

属于每个潜在类别的平均概率( 列) 从 76. 2%到 91. 0%，这说明 3 个潜在类别分类模型是可信的。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获得 3 个潜在类别在 8 个条目上的条件概率图( 图 1) 和类别概率表( 表 4) 。

图 1 3 个潜在类别的条件概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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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个潜在类别模型的类别概率响应图

自上而下的

代际抚养

双向代

际互动

自下而上的

代际赡养

自上而下的

代际抚养

双向代

际互动

自下而上的

代际赡养

子女给予的非医疗经济支持 免费帮子女照看孩子

1 000 元及以上 0. 308 0. 415 0. 771 否 0. 779 0. 551 0. 661

0—1 000 元 0. 692 0. 585 0. 229 是 0. 221 0. 449 0. 339

门诊自付费用由谁负担 是否和儿女一起生活

自己承担 0. 912 0. 914 0. 230 否 0. 540 0. 302 0. 252

子女承担 0. 088 0. 086 0. 770 是 0. 460 0. 698 0. 748

住院自付费用由谁负担 与子女见面频率

自己承担 0. 906 0. 92 0. 459 少于每周一次 0. 746 0. 09 0. 154

子女承担 0. 094 0. 08 0. 541 每周至少一次 0. 254 0. 91 0. 846

是否免费为子女的经营帮工 与子女联系的频率

否 0. 945 0. 908 0. 906 少于每周一次 0. 987 0. 1 0. 336

是 0. 055 0. 092 0. 094 每周至少一次 0. 013 0. 9 0. 664

从图 1 可知，在潜在类别分组中，m1 类别在“为子女照看孩子”和“住院费用由自己承担”两个指标

上的响应值最高; 在“子女给予较低的医疗经济支持”和“不为子女的经营帮工”两个指标上的响应值最

低。基于此，将其归纳为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模式。该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为，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较

好，具有劳动能力和独立经济能力，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主要由老年人自己承担，子女给予老年人的非医

疗经济支持普遍在 0—1 000 元之间，无法承担赡养老人的费用。造成自下而上的代际抚养模式的原因

是由于西部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等有限，经济发展落后，父代积累的资本无法投资在子代的教
育上，造成代际资本消耗。因此，家庭内部资源主要由父辈支配，在农村以孝道为基础的文化背景下，父

辈为家庭内部的主导，进行家庭财产的统一分配，子辈没有经济资源的分配权，与父辈的地位从属性质

明确。也正因如此，当家庭内部面临贫困风险时，父辈承担主要职责; 当父辈陷入贫困后，父辈经济资源

主导权旁落，子辈又不具备获得足够的经济能力，因此老年人极易陷入贫困状态。

随着子女的经济能力的提升，在“子女给予的非医疗经济支持”指标上，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相较于
“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模式”有了显著提升，子女与老年人的互动频率也明显升高。m2 类别下，在“每

周至少和子女见面一次”和“每周至少和子女联系一次”两个指标上的响应值最高; 在“和子女一起生

活”的指标上响应值在中等区间。基于此，将其归纳为“双向代际互养模式”。该模式的特征表现为子

女与父母的经济状况均较好，其经济互动模式频繁，在该模式下，子女给予父母非医疗经济支持状况基

本持平，无明显倾向; 门诊和住院费用均是由老年人自己承担的较多，老年人为子女带孩子和帮工的比

例相较于其他两种模式都较低，老年人因为具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劳动能力，无暇为子女从事经济活

动，并且子女与老年人联系和见面的频率都较高。双向互动模式下，父辈与子辈逐渐从从属关系向理性

交换的方向转变。在家庭中，子辈与父辈的家庭地位由经济收入能力决定。只有在子辈与父辈的经济

收入能力基本持平的状态下，才能实现双向经济互动。在这种模式下，子辈除了遵循基本的孝道文化之

外，与父辈还有互助的合作关系，互动频率越多，使得父辈精神得到慰藉，生活有人照料，经济来源可以

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老年人患病的概率，还可以避免陷入因病致贫的困境中。

双向代际互动模式是建立在老年人健康状况良好并且具一定劳动能力基础上的。随着老年人健康

状况恶化，劳动能力的丧失，老年人与子女维持代际互动模式的时间是有限的，较为普遍的情况是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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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子女赡养。因此，在 m3 类别下，在“子女给予的非医疗经济支持”“子女承担门诊费用”“子女承

担住院费用”和“和子女一起生活”四个指标上的响应值最高。基于此，将其归纳为“自下而上的代际赡

养模式”。该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经济能力弱，劳动能力低下甚至没有。老年

人需要子女日常生活照料、护理照料等多种照料，无法为子女分担经济压力，并且还需要子女的赡养。

赡养模式下，正是由于经济收入完全是由子辈主导，父辈由于疾病失去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能力，子女

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孝道文化，完成赡养老年人的义务，同时老年人也会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给予

子女一些非经济反馈，如帮子女带孩子等等。

根据潜在类别的条件概率和类别概率的分布图，将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互动模式划分为三类:

自上而下的代际经济抚养模式、双向代际经济互动模式和自下而上的代际经济赡养模式，并列出了相关

定义，见表 5。

表 5 三个潜在类别的概率与定义

个案 比例 定义

自上而下的

代际抚养
143 13. 34

老年人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子女的经济状况较差，通常子女与父母同住，老

年人的医疗支出主要是由自己承担，老年人帮子女照顾孩子比例较高

双向代

际互养
378 35. 261

老年人与子女均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子女经济状况较好，给予老年人的非

医疗经济支持大，门诊费用较低，通常由老年人自己承担，住院费用主要由

老年人和子女共同承担，具有明显的双向经济互动的特征; 并且老年人与

子女的联系频率较高

自下而上的

代际赡养
551 51. 399

子女给予老年人的医疗经济支持和非医疗经济支持都较大，主要是由于老

年人的健康状况差，无劳动能力。因此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高，但老年

人为子女带孩子的比例不高，联系和见面频率不高。具有明显的赡养特征

( 三)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接着探析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互动模式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当老年人面临疾

病冲击时，不同的代际互动模式下，抵抗疾病与贫困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

根据表 4 可以得出，通过选取 8 个外显变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后，本文将子女和老人之间的代际互

动模式分为三类。在此基础上，将农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与 2018 年贫困线均值进行差额计算后与“0”

进行比较，若“＞”定义为“未因病致贫”;“＜”定义为“因病致贫”，并将其转化为二分类别变量后作为

因变量; 三种子女与老人的互动模式作为三个核心自变量，即 m1: 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模式，m2: 双向

代际互养，m3: 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同时选取 10 个控制变量，进行 Logistic回归。

1．描述性分析 总体来看，三个核心自变量 m1 的个数为 143，有效百分比 13. 3% ; m2 的个数为
378，有效百分比为 35. 5% ; m3 的个数为 551，有效百分比为 51. 4%。目前受访者中代际互动模式主要

以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为主，双向代际互养次之，同样存在着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的情况。选取性别、

年龄、健康状况等 1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2．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 Logistic回归前，需要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若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85以上，需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根据表 6 可以看出，各变量见相关系数均

在 0． 85 以下，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满足回归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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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相关性分析结果

m1 m2 m3 Y

m1 皮尔逊相关性 1 － 0． 745＊＊ － 0． 277＊＊ 0． 131＊＊

显著性( 双尾) 0． 000 0． 000 0． 000

平方和与叉积 246. 790 － 192. 506 － 48. 077 33. 466

m2 皮尔逊相关性 － 0． 745＊＊ 1 － 0． 392＊＊ － 0． 042

显著性( 双尾) 0． 000 0． 000 0． 173

平方和与叉积 － 192. 506 270. 908 － 71. 292 － 11. 112

m3 皮尔逊相关性 － 0． 277＊＊ － 0． 392＊＊ 1 － 0． 113＊＊

显著性( 双尾) 0． 000 0． 000 0． 000

平方和与叉积 － 48. 077 － 71. 292 121. 919 － 20. 354

Y 皮尔逊相关性 0． 131＊＊ － 0． 042 － 0． 113＊＊ 1

显著性( 双尾) 0． 000 0． 173 0． 000

平方和与叉积 33. 466 － 11. 112 － 20. 354 266. 432

注:＊＊在 0. 01 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3．多重共线性检验 基于潜在类别分析的模式约束，三个自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关

系，因此，通过 stata 16. 0 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见表 7、表 8。

表 7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corr M1 M2 M3( obs = 1，071)

M1( ～ ) M2( ～ ) M3( ～ )

M1( 抚养) 1. 000 0

M2( 互养) － 0. 755 4 1. 000 0

M3( 赡养) － 0. 269 7 － 0. 383 3 1. 000 0

表 8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法( VIF)

estatvif variable VIF 1 /VIF

M2( 互养) 1. 17 0. 853 096

M3( 赡养) 2. 37 0. 647 182

Mean VIF 6. 17

由表 7 可以看出，M1 ( 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 、M2 ( 双向代际互养) 、M3 ( 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 三

个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 0． 8，其中 M1 与 M3 之间相关系数仅为 0. 269 7。因此，解释变量间不

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同时回归模型不存多重共线性关系; 再进一步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法进行检验，由表

8 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 VIF值均小于 1，进一步证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4．因病致贫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表 9，模型一回归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对

老年贫困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会显著导致老年贫困，验

证假设 1a。父代为子代提供单向的经济支持，会导致父代在面临疾病冲击时经济能力不足，进而导致

贫困;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双向代际互养，结果表明，其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这说明，子代与父代之间双向的代际互养，可以有效缓解老年贫困。同时，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在

模型一的基础上，回归系数减小，这说明，双向代际互养可以分担一部分疾病冲击带来的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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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验证假设 1b; 模型三在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基础上，纳入了自下而上的代际

赡养，其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子代给予父代的单向经济支持可以缓解老年贫

困，验证假设 1c。

除此之外，可以发现在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中，地区经济状况在三种模型下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其中，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越差，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由于地区的经济水平整

体不高，导致老年人可享受的资源与福利都不如发达地区，子代的受教育程度进一步又会受到限制，导

致劳动力外流，经济发展滞后，从而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验证假设 2; 性别、与子女的融洽程度、劳动能

力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中，三种模式下，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中国农村男

性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当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受到疾病冲击，经济收入大幅减少甚至消失，就会极易

陷入贫困; 与子女越融洽，有体检习惯的老年人的精神状况越好，健康状况也越好; 村风在三种模式下也

较为显著，主要是由于村庄整体的风俗文化会影响到每户家庭，迫于道德压力与村民的相互监督，各个

村落之间也会出现相对集中的模式划分。

表 9 因病致贫影响因素 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变量

自上而下的代际经济抚养( m1) 0. 737＊＊＊ 1. 057＊＊ ( 对照)

双向代际互动( m2) — 0. 203* 1. 057＊＊＊

自下而上的代际经济赡养( m3) — — 0. 406*

控制变量

性别 － 0. 371＊＊ － 0. 343＊＊ － 0. 343＊＊

年龄 － 0. 151 － 0. 141 － 0. 141

健康状况 0. 115 0. 090 0. 090

婚姻状况 － 0. 072 － 0. 067 － 0. 067

劳动能力 0. 375＊＊ 0. 369＊＊ 0. 369＊＊

与子女的融洽程度 0. 196＊＊ 0. 218＊＊ 0. 218＊＊

子女的经济状况 0. 136 0. 127 0. 127

过去一年是否体检 0. 245* 0. 281* 0. 281*

村自评风气 0. 139* 0. 129 0. 129

地区 － 0. 712＊＊＊ － 0. 708＊＊＊ － 0. 708＊＊＊

常量 － 0. 894 － 1. 225 － 1. 225

正确预测百分比 53. 8 68. 2 68. 2

注: 对估计模型的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调整;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 05、0． 01、0． 001。

5．稳健性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贫困线的选取是基于 2018 年西部三省( 陕西省、甘肃省和贵州省)

贫困线均值，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落后，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回归结果。

因此，本文将贫困线换成 2018 国家贫困线进行稳健性检验( 见表 10) 。结果与前文回归大致相同，趋势

也相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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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稳健性检验分析

变量

因病致贫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自变量

自上而下的代际经济抚养( m1) 0. 753＊＊ 1. 601 1. 072 2. 92 — ( 对照)

双向代际互动( m2) — — 0. 203 1. 224 1. 072 2. 920

自下而上的代际经济赡养( m3) — — — — 0. 405 1. 499

控制变量

性别 － 0. 358＊＊ 0. 535 － 0. 330 0. 719 － 0. 330＊＊ 0. 719

年龄 － 0. 154 0. 700 － 0. 144 0. 865 － 0. 144 0. 865

健康状况 0. 121 0. 971 0. 096 1. 101 0. 096 1. 101

婚姻状况 － 0. 066 0. 689 － 0. 061 0. 941 － 0. 061 0. 941

劳动能力 0. 380＊＊ 1. 072 0. 374＊＊ 1. 454 0. 374＊＊ 1. 454

与子女的融洽程度 0. 194＊＊ 1. 026 0. 216＊＊ 1. 241 0. 216＊＊ 1. 241

子女的经济状况 0. 135 0. 965 0. 126 1. 134 0. 126 1. 134

过去一年是否体检 0. 250＊＊ 0. 962 0. 285* 1. 33 0. 285* 1. 330

村自评风气 0. 140 0. 984 0. 131 1. 139 0. 131 1. 139

地区 － 0. 753＊＊＊ 0. 405 － 0. 719＊＊＊ 0. 487 － 0. 719＊＊＊ 0. 487

常量 － 0. 902 － 1. 232 － 1. 232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 05、0． 01、0． 001。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西部三省九县 1 070 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探究疾病冲击下家庭内部代际经济互动模式与
因病致贫返贫的关系。研究发现，目前农村家庭内部代际经济互动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双向

代际互养、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模式。其中，自上而下的代际抚养模式对缓解因病致贫返贫具有负向影

响，双向代际互养模式和自下而上的代际赡养模式对缓解因病致贫返贫具有正向影响。除此之外，老年

人的性别、年龄、劳动能力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对因病致贫返贫具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缓解

因病致贫返贫，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经济资源在家庭内部的整合配置，提高老年人抵御疾病风险的经济能力，提升老年人的

健康能力，从家庭支持层面治理因病致贫返贫。聚焦于双向代际互养模式，强化父代与子代的经济资源

获得能力，以社会网络为纽带，以社会治理为手段，充分发挥代际经济合作的优势。针对子代与父代共

同抵御贫困的状况，通过出台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增大代际互动发生的可能性，保障家庭整体的经

济收入，提升抵御贫困的能力。

第二，通过健康机会在社会网络中的多重叠加，减轻老年人与子女的经济负担，提升贫困家庭的经

济能力，从社会层面治理因病致贫返贫。厘清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医疗救助、商业大病保险与社会慈善

救助的帮扶对象、主要内容，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健康保障体系。在代际赡养模式下，子女承担的经济

负担较重，要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通过卫生健康政策的推进，支持贫困地区老年人的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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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促进健康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的长效发展，通过市场经济提升农

村人口的生活与健康水平。通过“互联网 +教育”缩小区域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为子辈提供

优质教育资源，为有劳动能力的父辈提供再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 通过“互联网 +医疗服务”助推

医疗服务资源下沉，提升农村地区老年人享受医疗服务可及性; 通过产业扶贫，发展西部农村地区特色

产业，结合大数据平台，打造农村规模经济，形成品牌效应，为当地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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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Shock，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Health Poverty:
An Empirical Survey of Farmers in Nine Counties in

Three Western Provinces
ZHAI Shao-guo，DING Yi-zhuo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 Ｒural elderly people face multiple vulnerabilities such as health，economy and society，and are

prone to return to poverty due to illnes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 070 rural households in nine counties

in the three western province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interac-

tion patterns in the families under the impact of disease and returning to poverty due to ill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interactions in rural famil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op-down intergener-

ational support，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and bottom-up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model． Three

models are used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people’s returning to poverty due to illness，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Among them，the top-down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model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alleviating pover-

ty and people’s returning to poverty due to illness． The 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model and the bottom-up in-

tergenerational support mode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people’s returning to poverty

due to illness． Therefore，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within the family，the

economic ability of the elderly to resist disease risks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multiple superposition of

health opportunities in the social network，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can be alleviated，

and the economic ability of poor families can be improved; policy tools for targeted povert alleviation by provi-

ding better medical care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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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翟绍果等: 疾病冲击、代际互动与健康贫困


